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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纳的认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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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决策者的认知特点, 以及决策过程中建议者、任务特征、环境因素等都会影响决策者的认知加工, 并

最终影响建议采纳。目前建议采纳过程中的认知研究主要集中于决策者方面, 本文通过总结以往研究, 从决策

者的认知风格、社会认知复杂性、认知策略以及情绪对认知的影响等四个方面, 系统阐述了认知对建议采纳

的影响。同时, 结合态度改变理论、解释水平理论、具身认知理论以及认知失调理论等进一步讨论了建议采

纳的认知发生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建议采纳认知机制模型。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决策者的认知

灵活性、认知闭合需要等对建议采纳的影响, 以及建议提出的认知机制, 以丰富建议采纳领域研究。 

关键词  建议采纳; 认知机制; 态度改变理论; 解释水平理论; 具身认知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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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议提出和建议采纳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个

角落。不确定的决策困境遍布于生活之中, 小到

午餐吃什么、约会穿什么、大到志愿选择、健康

问题等, 仅凭个人力量很难做出尽善尽美的决策, 

因此, 别人的建议是帮助我们提高决策质量的重

要资源(Larrick, Mannes, & Soll, 2012), 合理使用

他人建议也是我们人生必备的一项技能。虽然专

业性的建议对我们提高决策质量至关重要, 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常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或

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忽略他人的建议 (Brooks, 

Gino, & Schweitzer, 2015), 从而产生建议折扣现

象。这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并由此展开了一系

列的研究(Schultze, Rakotoarisoa, & Schulzhardt, 

2015; Comes & Schwabe, 2016), 目前建议采纳 

研究大多采用“决策者-建议者系统”范式 (Judge- 

Advisor System, JAS; Sniezek & Buckley, 1995), 

该范式包括决策者、决策任务和建议者三个主要

元素。在面对不确定问题时, 决策者会收到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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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条建议, 建议可以来自于真实存在的建议者, 

也可以是根据实验目的事先设定好建议值, 最后

决策者对建议进行认知加工, 决定是否采纳建议, 

并做出最终决策。JAS 范式并不是一成不变, 可

以按照初始决策—参考建议—最终决策的模式

(independent-then-revise advice sequence)来开展

研究, 也可以直接呈现建议, 再让决策者做出决

策(Rader, Soll, & Larrick, 2015)。 

建议采纳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时候建议更

容易被接受(段锦云, 周冉, 陆文娟, 李晶, 朱宜

超, 2013), 以往对建议折扣的探究大都关注决策

过程中的情境因素, 例如任务难度(Gino & Moore, 

2007; Schrah, Dalal, & Sniezek, 2006)、建议特征

(Tzioti, Wierenga, & van Osselaer, 2014)等, 近年

来, 一些研究开始聚焦于个体差异对建议采纳的

影 响 (Kausel, Culbertson, Leiva, Slaughter, & 

Jackson, 2015; 段锦云 , 古晓花 , 孙露莹 , 2016), 

而认知因素就是重要的影响源之一。当面对众多

建议时, 决策者是充耳不闻还是从谏如流, 不仅

仅是决策者与建议者人际互动的结果, 也是其对

信息进行认知加工的结果。从认知角度来说, 决

策者和建议者的认知特征都会影响到决策者对建

议的评估, 从而影响建议采纳。那么认知究竟如

何影响建议采纳？目前还没有相关文献对此进行

全面论述, 本文尝试围绕 JAS 系统, 对建议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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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认知研究进行梳理与整合, 基于相关决策理

论 , 从决策者自身认知特征 , 如认知风格 , 认知

复杂性, 认知策略以及情绪对认知的影响等方面

来归纳建议采纳的认知发生机制, 寻找促进或阻

碍建议采纳行为的认知因素并加以整合, 并构建

了建议采纳的认知机制模型。最后文章对未来研

究方向提出了具体建议, 旨在为建议采纳及相关

决策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2  建议采纳的认知影响因素 

结合以往研究, 本节将主要从认知风格、社

会认知复杂性、认知策略以及情绪对认知的影响

四个方面着重分析和阐述决策者的认知特点对建

议采纳的影响。 

2.1  认知风格  

认知风格是影响个体进行判断和行为决策的

重要因素(Armstrong, Cools, & Sadler-Smith, 2012), 

它反应的是个体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偏好。在相关

研究中, Witkin (1964)的研究将认知风格按依存特

征划分为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两种类型。 

大量研究表明, 认知风格会在不同情境下影

响决策行为及建议采纳。有研究发现, 在群体情

境中, 认知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对他人

建议的反应, 场独立个体倾向于坚持自己的初始

决策, 不愿接受他人建议; 而场依存个体则会仔

细地考虑他人观点。闫婷婷, 杜秀芳和李假 (2014)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 发现场依存型比

场独立型的决策者更愿意采纳建议, 这是因为场

独立型的决策者根据内部经验和逻辑分析来加工

信息(Wang, Hao, Maguire, & Hu, 2016), 在信息加

工过程中投入更多的注意资源和认知努力, 且基

本不受决策问题表述方式的影响(韩玉昌 , 张健 , 

杨文兵 , 2014), 因此能更独立自主的做出决策 ; 

而场依存型的决策者更加被动 , 并且缺乏主见 , 

做决策时更多依赖参照信息。 

也有学者从信息加工方式的角度将认知风格

分为系统 1和系统 2, 系统 1又称直觉系统(intuitive 

system), 其特征为决策速度快、自动化的、内隐

的、欠考虑的; 系统 2 又称分析系统(analytical 

system), 其特征为决策速度慢、受控制的、有意

识的、基于规则的、深思熟虑的(Stanovich & West, 

2000; Kahneman, 2003; Dewberry, Juanchich, & 

Narendran, 2013)。Tzioti 等人(2014)在其研究中根

据建议提出时所采用的信息加工方式不同, 将建

议分为直觉型建议和分析型建议, 结果发现比起

直觉型建议(根据我的经验), 决策者更偏好分析

型建议(市场调查结果表明), 但是这种关系受到

决策者和建议者资历的影响, 当建议者资质较低

时, 决策者不受其直觉型建议的影响, 而其分析

型建议则会使决策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观点; 当

建议来自资质较高的建议者时, 无论是直觉型建

议还是分析型建议, 都能使决策者改变其观点。

也就是说, 对直觉型建议的利用依赖于建议者的

资质, 而对分析型建议的采纳则不受资质影响。 

建议者认知加工方式的不同会导致提出的建

议类型不同, 分析型的建议更易受到决策者的青

睐, 而直觉型建议只有当建议者资质高(比如是专

家)时才会被采纳, 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认知加工方

式(或风格)不仅会影响决策者, 也会影响到建议

者的建议提出, 进而影响建议采纳。 

2.2  社会认知复杂性 

除了个体的认知风格外, 认知复杂性也是影

响建议采纳的重要因素。社会认知复杂性(social 

cognitive complexity)反映的是个体的一种认知能

力, 认知复杂性高的人具有高度复杂的思维能力

和认知特点 , 个体也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 (van 

Seggelen-Damen, 2013)。Lohman 和 Lakin (2009)

发现社会认知复杂性与个人的推理能力是相挂钩

的, 即社会认知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

推理能力的高低, 而复杂的推理能力是优化决策

必须具备的重要能力之一(Lohman & Lakin, 2011), 

高推理能力者能做出相对正确的决策, 而缺乏推

理能力会降低决策质量 (Moore & Tenbrunsel, 

2014)。那么个体的社会认知复杂性是否影响其决

策过程中的建议采纳？ 

卜楠和杜秀芳  (2015)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了认知复杂性对建议采纳的影响, 结果发现, 

低认知复杂性者更容易采纳他人意见, 其中人际

信任起部分中介作用。由于低认知复杂性者推理

能力低, 对问题的思考和分析不够深入, 多采用

启发式的加工策略 , 更依赖和信任他人的建议 ; 

而高认知复杂性者的认知方式倾向于沉思型(van 

Seggelen-Damen, 2013), 推理能力高 , 对问题的

表征更复杂, 思考更深入, 多采用分析式加工策

略, 他们更相信自己能够解决问题, 对于自身原

有意见的改变显得较为保守, 对建议的采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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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较低。研究也发现, 决策者的认知能力会影

响建议接受速度(Barham, Chavas, Fitz, & Schechter, 

2018), 以此类推, 认知复杂性可影响决策者对建

议内容的分析与判断以及对建议者的信任, 进而

影响建议采纳。由于目前关于认知复杂性对建议

采纳的研究还较少, 后续研究可以继续探讨它对

建议采纳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等。 

2.3  认知策略 

认知策略是个体支配认知的技能。布鲁纳首

次提出了“认知策略”一词, 后来, 人们把这个词

语和人的内在加工联系起来, 突出了个人对自我

意志的操控。在建议采纳研究领域中, 有研究者

就认知策略的影响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例如标签

效应(label effect)就是认知策略之一, 就像给生活

中不同的事物贴上不同的相对应的标签一样, 人

也会根据自己的内在认知, 给自己贴上相应的标

签, 在标签的作用下, 朝着被规定的方向去发展, 

或者以标签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 使得自己的行

为与标签暗示的内容相一致(Guadagno & Burger, 

2007)。因此拥有正面自我标签的人, 其行为活动

也多是积极的, 希望维护自己正面形象的。段锦

云、周冉和古晓花(2014)将标签效应引入到建议采

纳领域, 发现正面的自我标签有利于促进建议的

采纳, 并将正面自我标签、有无获益、是否公开

三者联系起来, 进一步探讨了标签效应对建议采

纳的影响, 研究通过两个实验发现在公开条件下, 

无论是有获益希望还是无获益希望, 决策者启动

正面自我标签都会促进其建议采纳, 但两者内部

心理机制不同, 无获益希望的公开条件下, 决策

者采纳建议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 获得大

家的认可, 而有获益希望的公开条件下的决策者

启动正面自我标签后, 会有更多积极情绪的体验, 

从而促进建议采纳。然而, Norton, Dunn, Carney

和 Dan (2012)却发现, 对建议者启动标签后, 发

现被污名化的建议者更加具有说服力, 健全的人

更容易被残疾人说服, 这可能是受印象管理的影

响, 人们都有在陌生人或群体面前维护自己形象

的愿望, 被贴有负面标签的建议者(如残疾人)与

决策者属于不同群体时, 决策者出于获得外群体

认同的需要, 更容易被对方的信息所说服, 但是, 

此研究并不能充分说明是因为给建议者贴上负面

标签而导致其更有说服力, 还是仅仅给建议者贴

上不同标签后, 增加了决策者获得外群体认同和

维护自己形象的渴望, 而导致其更容易被说服。

因此,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给建议者贴不同的

标签, 对建议采纳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等。  

2.4  其它因素对决策者认知加工的影响 

决策者作为建议采纳的主体, 其自身的许多

特征也会显著影响建议采纳, 因此同样的建议产

生的说服效果不仅因情况而异, 也因人而异, 比如

自恋的人更不愿意寻求和采纳别人的建议(Kramer, 

2016; Kausel et al., 2015)。除了个性特征, 决策者

的情绪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很多研究都强

调了情绪在人们认知和决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Lerner, Li, Valdesolo, & Kassam, 2015)。例如, 当

决策者产生焦虑情绪时, 会降低其自信程度, 在

做决策时更喜欢寻求外界的帮助, 并依赖他人建

议(Gino, Brooks, & Schweitzer, 2012; Jung & Young, 

2012); 决策者的预期后悔情绪也同样会影响建议

采纳, 采纳错误建议带来的后悔情绪会降低决策

者后期的建议采纳意愿, 而忽视正确建议的后悔

情绪会提高决策者后期建议采纳意愿(Tzini & Jain, 

2017); de Hooge, Verlegh 和 Tzioti (2014)则发现, 

决策者的归因方式影响了情绪和建议采纳的关系, 

他人归因时积极情绪(感激)比消极情绪(生气)更

利于建议采纳; 而当自我归因时, 出现了反转现

象, 消极情绪(内疚)比积极情绪(骄傲)更利于建议

采纳。情绪影响建议采纳的认知机制是学者们一

直热衷的研究课题, 但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探讨焦

虑情绪的研究尚存在争议, 焦虑对建议采纳的认

知加工机制有待进一步明确(朱月龙, 张开华, 段

锦云, 2017)。 

早期有关权力如何影响建议采纳的研究一致

发现, 相比于低权力者, 高权力者更不易采纳他

人建议, 因为高权力者更加自信, 更容易忽视和

不信任他人(Mourali & Yang, 2013; See, Morrison, 

Rothman, & Soll, 2011; Tost, Gino, & Larrick, 2012, 

2013)。近来的研究从认知角度对此结论提出了质

疑 , De Wit, Scheepers, Ellemers, Sassenbegr 和

Scholl (2017)从权力的建构角度探讨了权力对建

议采纳的影响, 发现将权力看作机会的个体更不

容易采纳建议, 而将权力看作责任的个体则更倾

向于采纳他人建议。还有研究发现, 睡眠剥夺(24

小时不闭眼睡觉)者更易采纳建议(Häusser, Leder, 

Ketturat, Dresler, & Faber, 2016), 从认知的角度来

解释, 睡眠不足会损害认知功能, 从而损害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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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意力和记忆力, 导致认知加工水平降低(Lim 

& Dinges, 2010), 从而盲从建议。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 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在网上咨询专业意见, Nguyen, Dabbish

和 Kiesler (2015)发现, 在个人主页上展示建议者

在此领域的工作活动时, 能提高其可信度, 继而

促进他人的建议采纳; 而主页上只呈现与工作无

关的活动时, 建议采纳程度则会降低。但在控制

两位建议者的可信度之后, 在个人主页上展示与

工作无关的活动时也能促进建议采纳, 这可能是

在可信度明确且相同的情况下, 其他无关信息的

展示提高了决策者对建议者的熟悉和了解, 从而

促进建议采纳; 也有研究发现, 决策者认为高解

释水平的建议者更像专家, 更具能力, 也更喜欢

他们的建议(Reyt, Wiesenfeld, & Trope, 2016), 这

些研究都表明, 建议者方面的微妙线索特征有助

于决策者形成对建议者的整体判断, 并影响最终

的建议采纳程度(Reyt, Batia, & Trope, 2016; 孙露

莹, 陈琳, 段锦云, 2017)。 

由此可见,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聚焦个体认知

差异来探讨建议采纳的影响因素, 这无疑有助于

拓展建议采纳领域研究, 也促使更多的研究者关

注比个体差异更深层的认知因素。 

3  建议采纳认知机制模型建构及理论

基础  

上述以往研究从微观视角阐述了以往实证研

究结果 , 那么建议采纳中的认知机制或理论如

何？本部分将结合行为决策领域的相关认知理论, 

包括态度改变理论、解释水平理论、具身认知理

论和认知失调理论, 对建议采纳的认知过程进行

分析和阐述, 并尝试建构建议采纳的认知机制模

型, 以期获得宏观层面的整体理解。  

3.1  态度改变理论 

态度改变指在接受某一信息的影响后, 个体

对事物已经形成的态度会产生相应变化。态度改

变理论认为, 当后期获得的信息与自己早前的意

愿相差甚远时 , 个体往往都会坚持自己的看法

(Sherman & Cohen, 2010)。因此, 在做决策时, 个

体倾向于坚持自己的初始观点, 并且随着建议和

决策者初始观点的差距增大, 建议被赋予的权重

会随之降低。态度改变的解释机制是基于认知加

工系统, 早期的认知加工系统主要包括双系统模

型和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th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双系统模型包括基于直觉的启发式

系统和基于理性的分析式系统。在启发式系统中, 

信息加工特点表现为速度快、自动化的、内隐的、

欠考虑的; 而在分析式系统中, 信息加工特点表现

为速度慢、受控制的、有意识的、基于规则的、深

思熟虑的(Kahneman, 2003; Kruglanski & Gigerenzer, 

2011)。与此不同, ELM 提出用信息加工的中心路

线和边缘路线来解释态度改变。中心路线(central 

route)指个体通过详细的认知加工过程,对信息进

行深度加工, 仔细思考和评判信息以及分析周边

线索; 边缘路线(peripheral route)则类似于启发式

系统, 对信息加工较粗糙, 通过捷径快速的发生

态度改变。 

不论是双加工模型还是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都依赖于信息加工深度和决策者的认知能力及认

知资源的投入, 当个体具有较强的认知动机和能

力时 , 倾向于采用分析式或中心路线加工信息 , 

加工速度慢, 需要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 而当个

体认知动机和能力均不强时, 更多采用启发式或

边缘路线加工速度快, 需要较少的认知资源。不

同的加工方式影响着个体的态度改变和最终决

策。如 Lim & Dinges (2010)基于认知加工模型探

讨建议采纳的认知机制, 他们认为那些影响建议

采纳的因素会降低或提高个体的认知加工水平 , 

在此理论基础上, Pfundmair, Aydin 和 Frey (2016)

等人发现相比那些被接纳的个体, 被他人排斥过

的个体更容易被低质量的信息说服, 这可能是因

为排斥经历导致了认知缺陷, 使个体缺乏认知动

机 , 在决策过程中 , 更依赖外界信息 , 而不过多

的评估建议质量, 从而提高建议采纳。 

3.2  解释水平理论 

解释水平是个体认知表征的一个重要描述符

号, 认知表征可以由低解释水平到高解释水平进

行组织。该理论认为 , 从语言风格能够推断出  

其解释水平(Vallacher & Wegner, 1989)。Reyt 和

Wiesenfeld (2015)认为通过评估人们对活动的描

述可以判断他们的解释水平, 低解释水平注重事

情如何做(how); 高解释水平注重为什么要这么

做(why) (Trope & Liberman, 2010)。人们的心理表

征是从低解释水平到高解释水平的连续体, 高解

释水平会使个体与情境的心理距离更远(Trope & 

Liberma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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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研究表明建议者和决策者心理倾向会影

响建议采纳(Danziger, Montal, & Barkan, 2012)。

Danziger 等(2012)发现 , 由于他们与决策的心理

距离更远, 建议者对问题的陈述往往比决策者更

抽象。Van 和 Sniezek (2005)提出建议采纳取决于

决策者对建议者的评价, 有研究发现语言抽象性

与他人对自己能力的认知密切相关(Wakslak, Smith, 

& Han, 2014; Palmeira, 2015)。Reyt 等人(2016)从

建议者解释水平的角度研究其对建议采纳的影响, 

结果发现, 高解释水平的建议者更可能被认为是

专家, 更有能力, 其建议也就更容易被采纳。这也

证明了建议者的解释水平影响了决策者对其的认

知, 从而影响了建议采纳。 

3.3  具身认知理论 

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认

为身体的形态结构、感觉系统、运动系统以及   

表征身体的神经系统均会影响人们的认知加工

(Glenberg, 2010; Goldman & de Vignemont, 2009)。

简而言之, 认知是我们的身体、大脑同环境相互

作用的结果(Borkent, 2015),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一

颦一笑, 甚至温度的变化等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事

物的认知加工。有研究发现在让被试进行书面自

我报告时, 相比于在结尾处签名, 在开头处签名

能够减少被试不诚实的报告 (Shu, Mazar, Gino, 

Ariely, & Bazerman, 2012); 除此之外, 咖啡温度

(温热 vs 冰冷)会影响到个体对他人友善程度的感

知(Williams & Bargh, 2008), 但这种影响会受到

双方关系性质的调节, 具体表现为当对方是假想

的竞争对手时, 相比于手握冰冷咖啡, 手握温热

咖啡的被试认为其对手更友善, 而当对方是假想

的合作伙伴时, 咖啡温度对搭档友善度的感知影

响并不显著(Citron & Goldberg, 2014)。这可能是

因为人们对温度和友善的认知是有共同特征的 , 

友善的人具备温暖的特质, 所以温热的咖啡能够

提高个体对他人友善的感知, 而冰冷恰恰相反。这

也说明了感觉系统影响了我们的认知加工(Kaspar, 

Krapp, & König, 2015)。基于建议者的善意程度与

建议采纳是正向关系(张艳梅 , 杜修芳 , 王修欣 , 

2015), 我们可以推测, 如果建议者在提建议前递

给决策者一杯温热的咖啡, 会促使决策者对其做

出更友善的评价, 从而促进建议采纳, 未来研究

可以进一步去验证两者的关系。 

3.4  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 (cognitive dissonance)最早由

Festinger 提出, 该理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 人们

往往会因为生活中的各种不一致而感到难受, 为

了能将这种不一致的失调感受调节到最低, 人们

往往会努力去减少这些不协调, 寻求一种稳定的

感受。因此, 当自己原有的认知信念和后期获得

的信息不符的时候, 就会体验到认知失调(Festinger, 

1957)。认知失调理论自提出以来备受青睐, 也被

广泛的应用到行为决策领域, 用来解释态度产生

和行为改变(Hinojosa, Gardner, Walker, Cogliser, 

& Gullifor, 2017)。在 JAS 系统中, 当人们感知到

建议和早期的成本不符时 , 认知就会产生失调 , 

人们很可能将建议视为有价值的, 以此来调节自

己的认知失调, 这也就解释了那些即使很平庸的

付费建议也更容易被采纳的原因。如前所述, 段

锦云等(2014)发现在公开场合下建议人们参加无

报酬的活动时, 启动决策者正面自我标签能够促

进建议采纳, 其原因在于启动正面标签后, 决策

者对自己的形象产生了一个积极的认知, 相比于

参加无报酬活动的建议, 人们更喜欢采纳让其参

加有报酬活动的建议, 因此对于参与无报酬活动

的建议, 人们的潜在认知是不想采纳的, 但由于

在公开的场合下, 又被贴上了正面标签, 此时就

会出现认知失调 , 为了维护好自己的正面形象 , 

决策者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从而增加

建议采纳。 

综上所述, 态度改变、解释水平、具身认知

和认知失调理论都是基于个体的认知加工方式来

探讨建议采纳的发生机制。此外, Sniezek, Schrah

和 Dalal (2004)的研究验证了心理契约在建议采

纳中的作用, 他们通过操控建议者知识和金钱报

酬分配时间, 使其产生心理契约, 结果发现心理

契约对于建议采纳程度和决策质量有着显著的影

响。沉没成本是指由过去的决策带来的现在或将

来都无法改变决策的成本, 我们把这些已经发生

不可收回的支出 , 称为沉没成本效应 (Thaler, 

1980)。如果在决策之前, 对建议投入了成本, 即

使建议质量不高, 决策者也会倾向于采纳有成本

的建议(Gino, 2008), 与沉没成本相吻合。虽然心

理契约理论与沉没成本理论分别从社会交换的角

度和对成本和收益衡量的角度解释建议采纳的发

生机制, 但并未过多涉及深层次的认知加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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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不过多赘述。 

整合以往研究可发现, 在理解建议采纳的认

知机制中, 信息的作用十分关键, 不论是认知风

格、社会认知复杂性、认知策略还是情绪, 本质

上都是通过影响信息的产生、传递、接受与分析

过程而作用于建议采纳。包括态度改变理论在内

的理论解释, 也是对决策过程中的信息进行有所

偏重的整合分析。结合对已有文献的梳理以及对

相关理论的阐述, 我们初步构建了建议采纳认知

机制模型, 见图 1。 

首先, 决策者本身的认知特征会影响到信息

加工方式, 例如场依存型认知方式或认知复杂性

低的个体多采用启发式(边缘路线)分析和评估信

息, 而场独立型和认知复杂性高的个体多采用分

析式(中心路线)分析和评估信息; 此外, Duan, Xia

和 Van Swol (2018)发现, 低认知需要的决策者更

容易采纳包含表情符号的的建议, 这也进一步说

明, 在决策过程中, 低认知动机的决策者其认知

加工走的是边缘路线, 决策者容易被一些表面特

征所吸引, 如信息源特征、情感线索、表情符号

等(Till & Michael, 2000; Tormala, Brinol, & Pett, 

2006), 从而促进建议采纳。 

其次, 决策者的情绪、权力以及社会经历等

也会影响到自身的认知动机以及对建议内容或建

议者的认知评价, 从而影响建议采纳; 情绪和认

知是双向互动的, 除了外在的情境特征会引发不

同情绪外, 个体的认知动机、能力等同样会影响

到决策时的情绪, 而情绪也会反过来影响决策者

的认知动机和能力及进一步的信息加工等, 除此

之外, 情绪也可能直接作用于建议采纳。 

从建议者的角度来说, 其认知方式会影响建

议提出(经验型 vs.分析型), 解释水平以及个人信

息的展示会影响决策者对其专业性和可信度的评

估, 进而影响建议采纳。不难发现, 不管是来自于

建议者还是决策者的认知特征以及情绪, 都共同

作用于认知评估过程, 最终影响建议采纳。 

4  总结与展望 

建议采纳的认知因素远不止这些, 从以上的

归纳中可发现, 仍然有许多疑问在过去的研究中

并没有解释清楚。在未来研究中, 可以进一步深

入分析并完善模型, 例如, 决策者的认知闭合需

要、认知灵活性与建议采纳的关系, 以及建议提

出的认知机制, 等等。 

4.1  认知闭合需要与建议采纳 

前人研究从认知风格、认知复杂性、认知策

略等角度讨论了认知对建议采纳的影响, 但目前

还未有学者从认知动机的方向展开研究, 作为认

知动机的认知闭合需要(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一定对建议采纳发生影响。根据 Kruglanski (1993)

的定义, 认知闭合需要是指个体应对模糊性和不

确定性情境时表现出的快速而坚定的做出决策的

动机和愿望。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对模糊性的

容忍度较低, 会产生更多的压力和焦虑情绪, 所

以即使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也会选择立即决

策 , 以此来缓解压力和焦虑 ; 与此相反 , 低认知 

 

 
 

图 1  建议采纳的认知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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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合者对模糊性的容忍程度较高, 在面对模糊性

情境时产生的焦虑较轻, 不急于立刻消除不确定

性, 他们会倾向于延迟做出决策, 因此具有更强烈

的动机进一步搜集相关信息或者对信息进行更深入

地分析和思考, 以期决策最优(Jaśko, Czernatowicz- 

Kukuczka, Kossowska, & Czarna, 2015)。除此之外, 

认知闭合还影响到人际信任, Acar-Burkay, Fennis

和 Warlop (2014)在其研究中发现认知闭合和人际

亲密度交互影响人际信任, 相比陌生人, 高认知

闭合需要者会更信任亲近的人(朋友); 但对于低

认知闭合者, 人际亲密度并不影响其信任程度。

那么可以推测, 在决策情境中, 高认知闭合者由

于缺乏认知动机, 对问题模糊性的容忍度低, 迫

切需要解决问题消除不确定感 , 而倾向于采纳 

建议,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研究认知闭合对建议

采纳的影响以及是否会受到人际亲密度等因素的

调节。 

4.2  认知灵活性与建议采纳 

如前文所述, 决策者的认知策略会直接影响

建议采纳, 而认知灵活性反映的是个体能够采取

认知加工策略来适应变化多端的环境的能力, 所

以也必然会影响决策者的行为表现。认知灵活性

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意识到自

己有多种选择; 二是能够灵活的适应环境; 三是

坚信自己具备灵活处理事情的能力(Martin & Rubin, 

1995)。认知灵活性高的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表现更

加自信(Bandura, 1978)。认知灵活性与情绪相互作

用, 通常积极情绪下的个体以满意化的结果为目

标, 运用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策略, 这种信息加

工策略提高了发散思维能力和认知灵活性。消极

情绪下的个体以最优化的结果为目标, 采用自下

而上的信息加工策略, 关注环境信息的细节, 将

注意力局限于当前刺激物的细节信息 , 这种信 

息加工策略降低了发散思维能力和认知灵活性

(George & Zhou, 2002)。在积极情绪的作用下, 认

知灵活性也会相应地提高, 从而有利于形成正确

的决策。由于高认知灵活性表现为较强的思维发

散能力和注意转换能力, 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说, 

认知灵活性高的个体多采用自上而下加工策略 , 

注意转换能力强。因此在决策环境中面对众多建

议时, 高认知灵活性者对建议的信息加工和整合

能力也相对较高, 可以不局限于环境信息, 从而

降低了建议采纳程度。未来研究可以就此猜想进

一步探讨认知灵活性与建议采纳的关系, 同时研

究情绪的调节作用。 

4.3  建议提出的认知机制 

为了使决策最优化, 我们常常不止从一方获

取建议, 当存在多个建议者时, 除了建议者本身

能力外, 建议者的认知偏差也会影响到建议的质

量, 从而影响建议采纳。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第二

建议者的存在对决策者来说是有益的, 什么时候

又是不利的？Sah 和 Loewenstein (2015)对此展开

了一系列研究, 发现当第一建议者意识到决策者

有第二建议可获得时 , 他们就会启动自利模式 , 

给出更有偏差的建议; 当第一建议者认为第二建

议是低质量时, 会加剧建议偏差; 当第二建议是

高质量并且容易获得时, 第一建议者会减小建议

偏差。这可能是因为当有其他可获得的资源或建

议时, 第一建议者的职业道德感、责任感会被忽

视, 而启用自我受益模式。也就是说, 第二建议的

质量和可获得性会影响到第一建议者的认知偏差, 

从而启动自利模式或者道德模式, 继而影响到建

议质量。 

虽然真诚的、高质量的建议会提高决策质  

量, 但并非每一条真诚的建议都会被采纳(Sah & 

Loewenstein, 2014, 2015; Sah, Loewenstein, & Cain, 

2013), 当建议被决策者拒绝时, 建议者的社会价

值感会降低 , 这会导致建议者减少亲社会行为 , 

并在随后的交流中给出不诚实的建议, 但如果决

策者在拒绝建议时表达出感激之情, 则会减少这

种效应(Belkin & Kong, 2018), 这说明决策者对建

议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建议者后期建议的质量。

以往研究还发现文化差异 (Chentsova- Dutton & 

Vaughn, 2012)和情感支持(Feng, 2008)等因素都会

影响建议提出(孙露莹等, 2017)。未来研究还可继

续探讨诸如建议者情绪、其它的环境因素等是否

会影响建议者产生认知偏差, 从而提出有偏差的

建议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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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advice 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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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on and advice taking in recent 

years. The advisor, task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ituation will affect the adoption of advice through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decision maker. Firstly,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d antecedent variable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we summarized cognitive factors which affect advice taking in four aspects-cognitive 

style, cognitive complexity, cognitive strategy and emotion. Then we tried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advice taking through four theories, which are attitude change theory, construal level theory,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By analyzing the cognitive factors which mentioned 

above, we attempted to put forward the comprehensive model of cognitive mechanism. Finally,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can enrich advice taking in following aspects,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of decision makers, the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on advice adoption and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advice giving. 

Key words: advice taking; cognitive mechanism; attitude change theory; construal level theory;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